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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文：探寻中国文化境遇中的公民伦理

周国文

  　[内容摘要]　 公民伦理是“公民社会”公民交际生活的必然。它是在公共社会陌生人群中处理
人际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以及个体作为政治社会成员处理交往关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准
则。公民伦理在日用人伦之外间接而生，它不仅仅隶属于道德情操的范畴，还是行为的规范性法
则。对公民伦理核心概念的论述，需要从“个人的善”与“社会的善”谈起。从源头上，可以追
溯到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古希腊城邦政治。公民伦理在实体的层面上是公民本位主义的演变，表
现为公民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又是社会治理的主体。把中国传统儒家“仁”、“礼”文化与西
方公民伦理观做一个引申与比较，我们看到传统儒学的诸因子并不全然构成公民伦理的“善”。
它在禁扼人格与压抑个性的程度上是无从用个体的自主性生活来保全生命个体的人本权利，是不
可能形成体谅和尊重自己与他人独立、自主与平等生活的社会伦理规范；乡土社会血缘共同体成
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实质意义上也是与公民伦理精神有违的。总之，公民伦理作为一种道
德概念，其所倡导的公民本位主义是个人本位、权利本位、与人格本位，而不是如中国传统儒
家“仁”、“礼”文化所渲染的是群体本位、义务本位与角色本位。因此历史资源的匮乏、文化
语境的尴尬、社会形态的不良，而又希图从中过渡转化、间接而出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显得困难
重重。尽管儒家人伦思想中有一些可资借鉴的并有利于社群秩序、公民生活的伦理资源，但在概
念功用与价值理性上却看不到它与公民伦理相接洽的可能。毕竟中国乡土社会模式还是与开放畅
通的公民社会显得有隔阂。因此在一个等级壁垒森严、臣民文化浓厚的国度，去构建现代社会的
公民伦理既显得迫切的，又显得艰难。公民伦理是现代市民社会的道德支柱。对公民伦理的建
构，其理论进路与实践进路都是尚存疑思的话题。从“公共领域”扩展到“公民社会”从而进化
到“公民伦理”，也将随着公共生活的泛化、公民身份的获得与公民教育的实践而逐渐达成。与
此同时，公共理性也随着政治社会共同体发育的不断成熟，为造就公民德性与有着良好品质的公
民、为公民伦理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建构确立可能与方向。

　　[关键词]　　公民伦理 中国儒家文化 仁 公共领域 公民社会

 

　　一、公民伦理的缘起 

 
 
　　公民伦理是“公民社会”⑵公民交际生活的必然。公民伦理常常也在宽泛的意义上被称之为
公民道德，特别是从西方词源的涵义上考察。但在此文中，我们还是更多地使用公民伦理这个概
念。因为“道德与伦理，从词源上看，在西方虽为一词，都是指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但在
中国却是整体与部分关系----伦理是整体，其涵义有二：人际行为事实如何的规律及其应该如何
的规范；道德是部分，其涵义仅一：人际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⑶从伦理范畴的维度推究，从
事实如何到应该如何是一个“德”的渐进增长过程，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界域内具有政治身份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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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处理人际关系、社群关系的内在规范与外在规范和谐统一的进程。

 
 
　　对公民公共生活的推崇，是公民伦理存在的情感基础。而从偶然形成的人性向认识到了目的
的人性转化，是麦金太尔承接亚里土多德“德性论”对于公民伦理目的性与理性的确认。何谓公
民伦理，可能这是一个仁智交锋的问题。但在现代民主社会，“公民伦理相关于每一个人作为政
治社会的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待陌生人（一般他者）的恰当的态度和行为习惯。公民伦理只有
在人们可以作为政治社会的成员以平等的政治地位相互交往的社会才能形成。”⑷ 可见公民伦理
不仅仅隶属于道德情操的范畴，它还是行为的规范性法则。对公民伦理核心概念的论述，需要从
古希腊城邦社会的溯源谈起。“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国家是公民的联合。翻译成现代语言，
就是不分种族和宗教、所有具有公民权的人的联合。”⑸因此公民、公民伦理的起源与希腊政治
共同体制度的产生密切相关。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认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公
民”就是一个同时适合于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也就是说，公民同时具有主动制订法律和被动服从
其他公民所制订之法律的特质。他心目中一个理想公民的正当习性是：具有將公共利益或公共善
（public good）置于私利之上的气质倾向。

 

　　基于这样的观点，亚里斯多德认为只有具有理性讨论公共利益能力的人才适合成為公民，而
只有自由人才具有这种理性选择能力，因此除了拥有财产之男性之外，所有需要依赖他人生存的
人，如：奴隶、女人、小孩、受薪阶级，都不能成为公民。⑹ 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观，显然带
有奴隶主阶级的歧见，排它性的公民概念伤害了公民伦理的本质。但他所提出公民在制订律法上
的主动性和对律法的服从性特质，以及公共利益或公共善（public good）优先等观点还是公民伦
理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从中我们察知公民伦理是对每一个理性自律的道德行为者所提出的要
求。个人的自由和自主性就是展現在公民的活动之中。公民伦理并不存在什么其它的外在权威，
它完全是出于自律的信条，听从“个人的善”与“社会的善”共同组合的内在命令。公民伦理在
一种基准线上，首先要分清何谓道德善恶。“正当和不正当亦即所谓道德善恶。

 

　　然而，可以言道德善恶或正当不正当的东西却极其有限，无疑只是具有意识的、可以自由选
择的东西，说到底，只是行为及其所表现的品德”⑺公民伦理就是这种可言行为道德善恶或正当
与否的准则，它是公共生活的公正。也就是在十八周岁以上具有政治身份的成年人在社会公共生
活中所贯穿的人际关系调适指南，即处理与陌生人群或者与他人的关系时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及其
所表现出的品德。 公民伦理作为有效性要求，创造了一种新的认同，一种与族群意识、族籍身份
相分离的政治认同。但这是在一个区别于家庭或朋友圈之外处理社群交往与人际行为如何规范性
的准则。也可以说是在传统中国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外的第六伦关
系，它是处理陌生社会人际关系应该如何的规范。“国人在文化的传统中并未分离出关于公民伦
理的观念，对待其他公民的态度与行为规范的问题向来被当作从传统的日用伦理扩展而引出的问
题，因而自然地被看作统属于日用伦理的。所以台湾的部分学者就提议把公民伦理的育成看作五
伦的扩展，并因而提出‘建设第六伦’的问题。”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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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清公民伦理的边界与范围，才能知晓公民伦理的应用价值。在一个充斥着陌生人的现代社
会，调适处理他们之间无处不在的各种各样的交往关系，需要日用伦理的介入。但公民伦理也绝
不仅依此而生，它必须依据正确的理性，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配合，借鉴家庭伦理的样态创造新
的意义系统。可以说公民伦理是日用伦理的扩展与延伸，它是一种政治参与的获得性品质。公民
伦理不仅仅是一种角色道德，而且也是系统化的社会正义精神的折射。公民伦理它不是抽象的凝
聚，也不是形而上的超历史，它存在于持续的传统之中！可见一个充满仁爱与理性内涵的公民伦
理也必将支撑出这样一种社会：社群成员之间出于爱心、感激、友谊和尊敬，相互间提供必要的
帮助，勇于呈现勇敢、节制、智慧与公正四大传统德性，社会所有不同成员都彼此尊重并相互宽
容，平等和睦地被一个善的共同中心所吸引。

 
　　那么应用众所周知的正义原则作为依据，公民伦理的内容体系是否可以概括为如下7个要
点：

　　1.公民人格要自由独立，其自由与独立的地位受到其他人的尊重。

　　2.公民之间要信守不干涉的义务，却拥有相互救助的责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

　　3.公民的平等地位不容侵犯。

　　4.公民要遵守承诺与契约。

　　5.公民要保护人权（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

　　6.公民有自卫的权利，但不可逾越一定的限度。

　　7.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平衡。

 
 
　　公民伦理在实体的层面上是公民本位主义的演变。它并不是无所期地抬高公民的地位，而是
从最普遍的意义上确立公民在社会共同体中的行事规范。公民本位，表现为既不是贫民本位、也
不是富人本位。它是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尊重，人的自由自主的社会公共活动是合乎人的本性，
也是符合建基于理性自律之上的公民伦理。但“虽然说人生来富于同情心，但是，与他们对自己
的同情相比，他们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同情却少得可怜。一个人，如果仅是他们的同类而已，那
么，那个人的痛苦在他们看来简直无关紧要，甚至不能与他们自己的－点小小的便利相比。要是
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伤害那个人，而且也有足够的诱惑吸引他们去这样做，那么，面对那个人的防
卫，倘若正义原则对他们不起作用，也不能威慑他们去尊重他们的无辜，他们就会像野兽一样随
时可能向那个人发动袭击。”⑼这就是在一个扩大了交往范围的陌生社会，个体所经常遇到的一



周国文：探寻中国文化境遇中的公民伦理 

个情感问题。当权宜的考虑压倒了良心的准则，道体主体的沦丧，就因缘于难以超脱私利而追求
公益，也就是与正义法则相衔接的公民伦理缺位的结果。

 
 
　　公民伦理必须是完满的，须与德性一样终其一生。但其目的很难指向最高的善。公民伦理的
意义在于提供了其成员和谐共处、共享价值的本质，并在看似分散的人群之间形成公民脐带联
系。它更多地强调塑造公民健全的品质，即正义和友善的行为。公民伦理之所以有别于家庭伦
理，实则也就是前者产生于公共领域，而后者产生于非公共领域。透过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
分，以公民伦理为凭鉴，政府、社会或他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干涉公民个人正常的行为活动。
使拥有理性与德性的个人不仅在非公共领域中享有绝对的自主性，而且在公共领域中掌控自己的
行为准则。这种不言自明性令人欣喜，也阐开着所有政治参予的可能，每个公民在参予法律事务
时有公认的行为规范，而且在参加行政管理与共同自主决定社会共同体方针大策时也有一套约定
俗成的行为准则。在此，公民伦理也是对一个公民社群忠诚、归属与团结的表现。他们对政治的
参与也就是公共生活的参与，民族国家即公民共和体。只有公民之间良性互动、互相尊重、荣辱
与共所产生的共同命运感，公民才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又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公民伦理的完备
性与效用性体现得异常明显。

 
　　

　　二、是否西方公民伦理观与中国儒家文化相接洽

 
 
　　 公民伦理无论从溯源、倡导者、内容体系与实践的空间来看，它显然带着强烈的西方文化色
彩。因此我们从地缘意识上给它加上一个并不严谨的称谓：西方公民伦理观，意图与中国儒家文
化做一个比较与引申。

 
 
　　公民伦理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道德命令呢？可能在基督教文化体系的范畴之内，它可
能被理解为是一种绝对的神性诫律与内心准则。但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氛围中，公民伦理无论是
概念、内容与精神，都可推论为是舶来品。神性般的权威不仅没有，而且其生成的土壤长期匮
乏。“在家族的、村社的社会，日常交往的范围也就是公共生活的范围，公共的政治架构未独立
分化，日常交往的伦理便是唯一的生活伦理。公共生活越是扩展了的政治社会的生活，人的伦理
的角色就越是与他的职业的、尤其是公民的角色分离，公民就越是成为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基
本的角色，公共交往关系也就越同日常交往关系相区别，公民伦理也就越与日常交往的伦理分
野。显然，只有在公共交往关系与日常交往关系相分野的发展中，一种与感情相别的公共生活中
的尊重态度才可能日渐发展。”⑽从儒家文化的本体推导，它最多只是一种并不相称的日用伦
理。它与公民伦理之间的分界也具有明显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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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新儒家的一些人士认为：从传统五伦之外开出第六伦是公民伦理观与中国儒学精神相接洽
的一种成果。但这种成果的验证却颇费踌躇。在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熟人社会内，第六伦存在的基
础是相当尴尬的，或者说处理陌生人之间关系的正确规范是很难自然生成的。在中国语境中，从
等级制的身份社会中走出的是君臣尊卑的情理之道，这对建构平等、公正与和谐的公民伦理是相
当不利的。臣民文化的归属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重压下呻吟的人，自然
要努力挣脱脖子上套着的索链。”⑾ 但周详地探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诸因子中是否存有与西方
公民伦理观相接洽的内容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在理论的意义上，儒家伦理不包含公民、公
民社会以及公民伦理的概念因子，但是它隐含着某些关于公共生活关系的推论。儒家的心性学说
含着一个根本的原理——‘仁’。”⑿“仁”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但“仁者爱人”、“为仁由
己”的思想体系能否推导出公民伦理的相应内容与准绳呢？这是一个可以存疑的探究点。

 
 
　　首先，我们必须从儒家仁学思想是否存在相应的“公共善”的概念开始思考。对于像中国这
样一个强调忠孝节悌的礼仪之邦，社会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是否体认并且共同分享“公共的
善”，也是一个随之而来的大问题？一个共同接受的价值理想是儒家人伦准则的话，那么公共的
善会被从中推导而出吗？许慎《说文解字》云：“仁，亲也，从人，从二。”《礼记》郑玄注
曰：“仁是‘相人偶’之意。”可以推究而出“仁”的思想其实是一种社会本位价值观，正如清
初颜元所说：“千万人中不见有己，千万人中不忘有己”⒀“不忘有己”的前提即在于“不见有
己”，个体价值与利益在社会群体的价值与利益面前随时被牺牲也是传统中国人的道义责任。一
种社会本位、群体本位的价值观消解的是个体本位与公民本位的价值观，个人的欲望、要求和利
益被放在一旁，只有“克己复礼为仁”，满足社会群体的利益是以随时牺牲个人的利益为代价
的。故而一切个体皆要服从仁的权威，也就是必须服从社会至上的原则，以社会群体的利益与秩
序为准。当然公民伦理也需要社会本位的精神，这是仁学思想中最有可能与西方公民伦理精神相
接洽之处。但以群体为名抹杀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以所谓的公共性克制个性却不是公民伦理内涵
的本义。斯宾诺莎认为：德性的基础即在于保持自我存在的努力，而一个人的幸福即在于他能够
保持他自己的存在！个人是社会的主体，只有个体的自主、平等、自由与独立才能充盈起由广泛
的人所联结的社会共同体。可见个人本位主义是西方社会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公民伦理思想的精
髓。

 
 
　　其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⒁，可见
个体存在的全部意义都需要听从天、道、太极这些绝对命令的召唤，人所具有的全部价值即在于
顺从地履行社会角色。“故先王案为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践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
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慤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⒂朱熹说：“命
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
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⒃“仁义礼智信”这种“五常之
德”是中国化的道德律令，也是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之道，还是必须谨守的义务规范。而西方公民
伦理的基本精神是每个个体都是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特别是在政治生活领域颇能胜任的道德主
体。传统儒学中所张场的义务规范是感性自律的自在主体，无从超越。可见传统“中国一般不把
个体的权利看成是一种本体化的绝对命令，而总是把它看成是一种义务的派生物。换句话说，所
谓权利，就是个体具有维护义务的权利。”⒄而西方公民伦理的精神实质即在于权利本位，这是
不言自明的伦理前提。从西方道德伦理的意义分析权利，权利是人的权利，人的自主性、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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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体性是受到尊重的。只有把人与权利以及个体生命都关联在一起，个人的生命意义才能得到
完整地阐开与充实，在公民伦理的体系中权利的道德定位得到捍卫。人本道德是西方公民伦理思
想的具体内容，而个人权利原则则是人本道德亘古不变的灵魂。

 
 
　　再者，传统儒学思想的角色规范意识是个人作为存在者存在的尺度。孔子所强调的“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⒅的礼仪之道，是所谓的“名教”、“礼教”，也就是各据其位、谨守角色
与规范的分寸，不能逾越身份、破坏规距。“礼是中国古代无所不包的社会规范的总和。作为社
会规范的‘礼’，总是与各种不同的角色（即名份）相关。礼决不是一种普遍适应的行为模式，
决不是一种能够一般地要求全体成员的行为规范。相反，它总是与个体的身份、等级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⒆用角色本位压制人格本位，个体的存在需要遵守社会等级系统的人为划分。在传统
中国寻找衡量价值的尺度、追溯价值的根源，皆需从个人的角色定位与屐行角色规范的表现上找
到。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
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⒇社会角色分化在一
个等级分明的传统社会中它是道德化儒学的一个方向，但也是束缚国民参予政治的一大樊篱。臣
民文化的根本流弊即在于此。在此种家国－体、宗法社会的道德政治“人格系统”中，不仅“自
我”是缺位的，而且诚如亚里士多德所指称的“政治人”也是不存在，那种德性中所蕴含的有意
图选择也是找不到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21]。
角色本位的规范，一方面把仁与礼是结合在了一起，但“仁”的思维范式也就逐渐偏离了公民伦
理的思维范式。 

 
　　诚如以上分析，传统儒学的诸因子并不全然构成公民伦理的善。它在禁扼人格与压抑个性的
程度上是无从用个体的自主性生活来保全生命个体的人本权利，是不可能形成珍贵和尊重自己与
他人独立、自主与平等生活的社会伦理规范，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实质意义上是
与公民伦理精神相违的。总之，公民伦理作为一种道德概念，其所倡导的公民本位主义是个人本
位、权利本位、与人格本位，而不是如中国礼治文化所渲染的是群体本位、义务本位、与角色本
位。它从自身的维度开始生成其后并向社会提供了一种逻辑转换，从调适自我生命的存在向个人
的外在行动准则扩展，最后体现为指导与社会共同体中其它人关系的规范。它在西方社会的历史
相当久远，在源头上也肇始于古希腊社会柏拉图的“善的本体”、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当
然它在晚近中国的命运随着儒学的现代化与新儒学的渐生，其有了新的发育可能。

 
　　当然追究儒学之精华，并不是其内容全然与公民伦理精神相抵触。特别是孔子关于仁的一个
重要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2]（《论语·颜渊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23]（《论语·雍也篇》），这种充满进步意义的“忠恕之道”也是陌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
处理准则。这是儒家德性学说在社会层面的应用，也是“亲情”原则的进一步推广与发展，可以
推断为儒家的“社会伦理”，但真正说来，它是一种建立在在一种位阶关系与忠恕之道上的德性
伦理。它既是建立在人类共同情感之上的，也是建立在人类的尊严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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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哲学的规则推断，公民伦理在个体关系的调适上是对诸如公正、节制、仁慈、诚实、友
爱、宽容等这些有用品质的赞许。它在一个有别于熟人社会的陌生人群之间极其全面地控制我们
的情感，在一个更加扩展了交际范围的人群之间树立了新的交往规范。或许公民社会是在人们之
间普遍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中国乡土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是自成－体、拒绝交
流的封闭模式。

　　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陌生人社会，而乡土社会则是一种传统的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与熟
人社会之间关系的处理准则是有分殊的，标准之间的差异性是显见的。从村落社会、家族社会的
阴弊之下走出来的传统儒家人伦，家庭之间、邻里之间、族群之间、乡社之间是个体基本的交际
范围，由于活动半径的有限与血缘亲情的羁绊，“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
惠、幼顺、君仁、臣忠”[24]，往往是调适熟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要求，对待其它人的关系处理也
往往以日用人伦为参照。

　　《礼记.乐记》也提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可见
礼治秩序实则是“人性善”思维框架所推导出的人治模式。但普遍性的“仁爱”实现的可能性还
是相当小，“亲亲”往往随着人群的分别与关系的亲疏而“蔽昧”。“爱从亲始”、“爱有差
等”的家庭伦理也就泛化为“君君臣臣”的臣民伦理，随着刻板效应的沉淀与弥散成为传统中国
道德政治的基石。朱熹说：“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
此作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25] 

　　从“仁爱”到“仁理”，从增进情感交往到调节社会风气，所确立的忠孝、宽恕、诚实等品
质是与我们的道德义务相匹配的。但一种“真诚恻坦”的“自然原则”要成为公正持衡的“社会
原则，需要的是一种文化范式的转化。传统儒家思想与开放畅通的公民社会虽不是格格不入的，
但在概念功用与价值理性上也看不到更多接洽的可能。

 
 
　　 三、探寻中国社会现代公民伦理的可能 
 
 
　　既然传统儒家文化开不出公民伦理的概念因子，我们希图在“仁”、“礼”的语境中探寻中
国社会现代公民伦理的可能就显得重重困难。历史资源的匮乏、文化语境的尴尬、社会形态的不
均，而又希图从日常人伦中过渡转化、间接而出----公民伦理，这种假设与推论就显得理据苍
白。或许重构与转化是一种实然的选择。

 
 
　　按照罗尔斯的理论，人类既然能够有共同理性的预设26，同样应有共同情感的预设，将心比
心，相互对待。但设若公民伦理的欠缺，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的相互伤害将引
致社会的离心离德。这种危害性，我们不能不预见。因为在一个形式上十八岁成年公民即具有法
定权利的社会，因为无法对“公民社会”产生一致的情感共识，因为在陌生人群的交际活动中匮
乏正确行为规范的认识。他不是以旁观者的眼光去审视其它人，就是从居高临下的身段去俯视陌
生人。公共理性的缺位，无法植入一种正确的情感，其结果便是猜忌、怀疑、怨恨、敌意与嫉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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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生，联结社会交往的纽带往往被绞杀，歧异的感情倾向往往导致社会四分五裂。

 
 
　　因此我们推断公民伦理是现代市民社会的道德支柱。因为作为国家这个庞大的社会组织系统
需要一种具备效用的价值准绳来维系它的正常运转。“在洛克看来，善和恶对人是自然的利害，
人类按其本性，趋利避害，不但需要法律的强制，更需要道德和良心。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道
德法是人类规范自己行为的主要法律。”[27]

 
　　道德法也正是现代意义的国家维持社会教化的基本纽带。儒家人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
法已被推导为适合于“私人领域”的规范律令，但在“公共领域”的无能为力令其往往丧失调适
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诸如职业的、公共生活的、政治活动的效用。那么，公民伦理是否与托克维
尔的“非国家自主空间”的公民社会相联系呢？由于公民伦理是调适与公民活动、交往活动有关
的社会价值与行为准则。我们也可以这样分析：“公民伦理”这个概念是与汉娜.阿伦特和于尔
根.哈贝马斯曾热烈讨论说明的“公共领域”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既是一个政治伦理的问
题，也是一个公共理性的问题。由此这里可能存在两个问题：1、“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发育还
是相当不成熟的，其空间还在蕴蓄与重组之中；2、“臣民身份”的束缚，让国人对公民概念还
欠缺准确的体认。

 
　　因此从培养－个完备的“公共领域”向锻造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进化，既需要个体心性
的启悟，又需要公共空间的明确化。沒有完整的公民身份，沒有成熟的公民观念，沒有相称的公
民义务与权利，就沒有公民伦理存在的前提。公民伦理的建构需要从公民身份的获得谈起，沒有
完全的公民身份，意图建构公民伦理是不可能的。公民是更具有活力的人群，但其身份的获得却
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首先是权利与义务往往是不对称的，其次是权利与义务尚未得到足够稳妥的
权衡论证。“公民身份是个人在一民族国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权利与义务
的被动及主动的成员身份。”28 
只有国家赋予其效力的权利与义务是具体的、可实现的与平衡的，公民身份的确证才有可能。公
民伦理也才因公民身份的确定而显得实在！国家是公民权利的赋予者，它确认公民为一民族国家
的政治成员身份。它也对公民伦理的建构与完善起着一种保护作用。 

 
　　另一方面如若沒有清晰的公私界限、明朗的公共利益、确定的公共责任，也就欠缺公民伦理
存在的外在基础。因此建构中国社会现代公民伦理的第一步应从建构一个完备的“公共领
域”-----从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团体、社团协会、利益团体与广泛自发的公民活动开始。这些民
间组织、民间活动横跨在国家与市民、政府与个人之间，以公民团体的面目出现，以介于政府与
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的大力推动，确认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从而“公民社
会”也就水道渠成，公民伦理也就拥有社会空间保障。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从公民伦理的逻辑推演来看，是否可以说它是“由外向内”推导，
外在的社会情势要求个体做出相应的反应。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疆界意识”的不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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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公共领域”的逐步发育与“公共空间”彻底地被延展，客观要求个人承担起公民的道德责
任。公共生活是现代人生存所必需的条件，因此调适公共生活准则的公民伦理就是现代社会不可
或缺的基石。公民伦理的完善也需要广泛的公民教育。虽然，自觉与自发的意识会有一种自然生
成，但纯粹的自我感悟既不很准确也不很可靠。本杰明.巴伯谈到：“强有力的民主......所依靠的
概念在于自我管理的公民群体，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主要不是同一的利益，而是公民教育；他
们之所以能够致力于共同的目的和联合的行动，是由于他们的公民态度和参与机制，而不是由于
利他主义或良好本性。”29这需要从公民教育的心智启蒙着手，表现规范准则的体认与责任伦理
的察知。“至于公民教育则不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而是为了陶冶社会成員的人格，使其能在所
属的政治社群中，有效的实现个人的生命理想，並因此而强化和支持其社群，所以公民教育不和
其政治社群对立。”[30] 

 
　　从公民伦理的教育理念上看：公民伦理从最初始的意义上是一种道德理想，而后发展为一种
价值标准，之后则是历史的现实境遇！正义是公民伦理的基石！从处理诸种关系的脉络中可见一
斑。首先，从公民伦理处理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来看，是确认公民个人并非国家的简单附属物，国
家作为社会共同体是众人公共意志的集合。当公民的权利与国家的权利形成某种不对称的格局
时，一个健全社会的基石也将被抽离。反之，公民爱国家，国家爱公民；相辅相成的政治情感既
尊重个体权利，又捍卫公共利益。可见，国家对公民不是外在的约束或异化的压迫，而是体现契
约观念、关爱精神与责任意识。而公民也应该忠于国家，服从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公民对国家政
治的关心，就是对众人之事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高度关注，实质上是对自我利益的关注。

 
 
　　在处理公民与社群的关系上看，公民伦理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层次的道德行为。这是在处理
与国家关系之后的另一种德性。社群主义者的观点对公民伦理的形成有相当的助益：社群一旦崩
解，个人的自我认同也就失去落脚之处，所以社群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其价值在于提供其成员共
享的本质，体会到这个本质会产生公民之间的共同命运感，因为这种深层的分享关系，会在公民
之间形成公民脐带关系。此外，也因为社群价值优先于个人，所以公共善优先于任何私人利益。

 
 
　　从处理公民与公民的关系上来看，平等是公民共同体令人赞许的基本法则。公民不分族群、
性别、地域、年龄、职业与学历，享有一致的权利与义务。平等与自由是相互关联的，平等与友
爱也是相互关连的。公民伦理强调个人品德的锻造，人既要关心自己灵魂的完善，当然更要关心
公共社会的善。在此借鉴古希腊社会延袭下来的公正、节制、勇敢、智慧、友爱及虔诚的六大德
性，尽心竭力遵循为自己也为社会做正确事情的规范准则，对于公民人际关系的处理是有着借鉴
意义的！

 
 
　　因此一种建基于对个人负责、对国家负责与对全球社会负责的公民伦理就不再只是呼之欲出
了。但在一个臣民文化相当浓厚的国度，去构建现代社会的公民伦理既是迫切的，又显得问题重
重。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发育与生成，预期将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公民伦理也将随之断后。因为
秩序的长期匮乏与威权的惯性运作，一方面导致政府与公共事务管理部门不致于在短时间内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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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事务的管治。另一方面，公共理性在中国的生成因缘于“感性文化”与传统人治模式的影
响还显得稚嫩。但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已成为客观形势的应然与必然。从常识与习惯的意义上，
公民伦理作为民主政治和公民国家的道德情感基础，它自然与血缘纽带、宗族关系、地域属性相
分离，与家庭伦理（日用伦理）相分离，但从对正义的遵守上它也是属于自然法形成的联合。

 
　　公民社会的稳定性结构需要公民伦理的支撑。反过来说，一套健全的公民伦理已成为公民社
会是否成形的内容要素。公民伦理在塑造一个现代法理型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
用。它强调行为的正义性，而正义性也应该说是公民伦理的根本。“对社会生存而言，正义比仁
慈更根本。社会少了仁慈虽说让人心情不舒畅，但它照样可以存在下去。然而，要是一个社会不
公行为横行，那它注定要走向毁灭。”31但恰当的公民伦理在中国现代社会则不能通过“自己立
法，自己遵守”的行为模式来达成，外在的道德律令也显得很重要。当社会合作不断增进个人的
利益所得时，当公共社会不断落实共同计划的实施时，公民伦理就是社会人群为促进共
同“善”的实现都必须遵守的准则。这种准则是通过外在的律令来显现的，虽然是不成文的，但
通过相互确信与遵守，将成为一种普遍的规范性要求。

 
 
　　中国社会正在向现代法治社会迈进。从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的背景下
考察公民伦理，它也应如本迪克斯所说的一样是“合法的存在状态”。公民伦理也需要在公民的
政治参与中得到体现。从“人格”的获得到兴趣的激发、习惯的养成直至行为的规范，公民与公
民、公民与社会、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无论是市场领域、公众领域和国家领域都形成稳定而又和
谐的互动与沟通。这种建构的方向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政治社会凝聚力生成的表现，是广泛的政治
认同从亲族关系转向政治属性关系的需要。公民伦理的形成自然是政治和社会条件变化的结果，
是公民权利走向完备的肇始。而在题中，公民伦理的践行要求对社会与政治问题持有一种正确的
态度。因为在现代社会，社会公共体既是一个生活纽带，又是一个活动场所。它要求一种自我确
定的制度性尺度渗透进自我选择的生活观念之中。

 
 
　　健全的公民伦理观需要在中国“社会共同体”向“伦理共同体”的整合实践中生成。审视公
民伦理生成的路径，在家庭、氏族、部落、村社、城邦、帝国的交往范围内是不能生成出公民伦
理的。在一个有着共同“善”的追求与利益趋向的共同体内对共同利益的共同关注，是现代公民
伦理赖以存在的一个基本社会背景。一个体现基本德性在活动的社会，民间力量的不断凸显，才
能使公民人格从威权崇拜的阴影中走出来；并依靠如诺齐克所说的最弱国家之正义原则的协调，
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变为“利益合作”，带来个人的幸福与群体普遍的幸福；在公民
德性“超乎短视”的衡量中，以公民之间“超越利益”的联结取代社会功利化的道德困境，重构
彼此可以信赖、价值可以共享的伦理共同体。它不仅在公民个人生活中，更多的也在市民社会的
公共生活中得到体现。随之公民伦理的培养与造就也就有了目标-----公民交往行事经过确认的理
性标准与维持社会共同体秩序的基本共识为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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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本文所议的《探寻中国境遇中的公民伦理》，只涉及对公民伦理在中国儒
家“仁”、“礼”文化语境中的命运与走向的探察，以及传统儒学与公民伦理是否相接洽的问
题，并不过多地辨析公民伦理的本义与概念演变。而所议的中国境遇，实则上也就是中国文化背
景；它在传统与现代交汇重构的意义上，更多地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作为考察的范本。本文思路
的成形、受惠于廖申白先生《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一文。 
 
　　⑵所谓“公民社会”，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
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
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
的“第三部门”。公民社会是现代市民社会发育的必然，它是促生公民伦理的现代背景。 
　　⑶见《伦理学原理》王海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8月第一版 第28页  
　　⑷见《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廖申白 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三期 
　　⑸见《公民与国家》（美）菲利克斯.格罗斯著 王建娥 魏强 译 新华出版社 2003年1月第一版 
第32页 
　　⑹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⑺见《伦理学原理》王海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8月第一版 第28页 
　　⑻见《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廖申白 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三期 
　　⑼见《道德情操论》（英）亚当.斯密著 余涌 译 2003年5月第－版 第93页  
　　⑽见《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廖申白 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三期  
　　⑾见《论宗教宽容》洛克 第44页  
　　⑿见《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廖申白 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三期 
　　⒀见 李恭《恕谷后集》卷10 
　　⒁见 《二程遗书》卷5 
　　⒂见 《荀子.荣辱篇》 
　　⒃见《四书集注.中庸注》 
　　⒄见《圣王理想的幻灭》 朱汉民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年3月第一版 第17页 
　　⒅见《论语.颜渊》 
　　⒆见《圣王理想的幻灭》朱汉民著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年3月第一版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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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见《朱子语类》卷42 
　　[26]参见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7见《西方伦理思想史》下卷 罗国杰 宋希仁编著 第95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6月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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